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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既有的共同富裕研究文献主要沿袭传统的制度理论范式,忽视了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动因及其逻

辑的诠释.本文立足中国独特的文化情境,重点考察儒家文化及其隐性规范对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

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占比越

高.机制检验揭示,提升管理者在企业收益分配中的共享意识和增强管理者对员工利益挤占的伦理约束是儒家

文化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在行业

竞争度较低、人力资本强度较大以及位于劳动者议价能力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突出.本研究深化了对企业

劳动投资决策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逻辑的理解,拓展了劳动收入分配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坚定文化自信,

大力弘扬儒商精神,夯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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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１](P２６５),中华民族始终都怀有对共同富裕社会的孜孜追求.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根本上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２].企业是最重要的

市场主体,对内可提升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重,对外可通过慈善捐赠等社会公益活动助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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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因而在推动共同富裕中扮演重要角色[３].然而,实践中企业常常在收入分配时高估技

术和资本的贡献,低估劳动力的贡献,从而导致劳动者收入分配占比偏低的问题[４].特别是在劳

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影响下,企业在雇佣关系中往往占据主动权,这也导致员工无法有效参与企

业收入分配决策[５].如何更好地驱动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既有文献侧重从制度视角探讨

影响员工劳动收入和基础性权益保障的因素,例如,工会组织[６]、劳动法律保护[５]、税收政策[７]、公
司治理[８]等,但忽视了社会文化等隐性价值规范对高管个体认知偏好和劳动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

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组织不仅是正式制度的遵从者和响应者,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习

俗与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９].社会嵌入理论也强调,个人或企业决策并非完全基于追

求狭隘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受到文化、价值观等塑造的心智观念影响[１０].在企业层面,高
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将明显影响其个体认知,并最终反映到企业行为决策

上[１１].因此,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劳动收入分配与社会共同富裕问题,不能忽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隐性价值规范及其独特作用.在中国社会中,儒家文化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

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之一.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持久、最重要的力量,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

直是个体和组织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动指南[１２].那么,儒家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呢? 对该问题的解答,对于挖掘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独特

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儒家文化及其隐性规范对现代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拓展了劳动收入分配主题的研究文献.已有研究文献侧重考察正式

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对社会价值规范等隐性力量的关注明显不足.与之不同,本文理

论诠释并实证检验了儒家价值规范在提升劳动收入分配中的积极作用,深化了对收入分配决策中文

化力量的认识.
其次,本研究也丰富了儒家文化主题的研究文献.近年来,随着人文经济研究的兴起,儒家文化

对微观企业治理与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一系列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及其隐

性价值规范对公司治理效率[１３]、财务决策[１４]、投资决策[１５]等都产生重要影响.沿袭这一分析范式,
本文将研究主题拓展至劳动市场,深刻揭示了儒家价值规范在优化劳动收入份额、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中的独特作用.
再次,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儒家文化测度指标,为进一步拓展儒家文化主题的研究提供了

数据支撑.儒家文化的准确测度一直是阻碍学者进一步挖掘儒家思想现代经济意义的重要难题之

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以省级或公司一定半径范围内明清或更早时期的儒家书院或进士数量等历史数

据作为指标测度来源[１３],并在公司金融、财务等领域被广泛使用.但现代企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

真实程度仍然存疑.随着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文本分析法由于能够更加精细和准确地提

取公司特质而受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广泛青睐[１６].为此,本文创新性地从企业内部文化角度出发,利
用文本分析法提取公司内部儒家特征文化程度作为测度指标,为从儒家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企业的独

特行为决策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数据支撑.
最后,本研究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

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如何优化劳动收入分配并善待企业员工,激发员工价值创造活力,已成为

国家治理研究十分重要的话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实践主体,理应共同分

享企业发展成果.本研究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推行符合道德标准的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这

一发现不仅可以消除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影响的负面评价,也为倡导和发挥儒家文化和儒商精神

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塑造企业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独特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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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１．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对现代企业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儒家

文化在公司治理、财务决策和投资决策等方面的作用.随着企业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部分文献也开始聚焦儒家文化在企业内部工资水平和差异上的表现.陈仕华等考察了儒家

文化的“均平”思想对企业内部财富分配的影响,他们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大的企业,其高管员

工薪酬差距越小[１７].Jin等研究了儒家文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指出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中庸、集体

主义和父权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企业对儒家文化的依赖程度越强,CEO 薪酬越低,CEO 与其他高管间

薪酬差距越小[１８].胡国栋等通过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发现,融合了儒家共同体思想和义利观的

身股激励制度有助于解决员工激励的稳定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问题[１９].

２．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制度、融资约束、公司治理、经营决策、管理特征等

多个方面.本文在此重点综述制度视角的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有制度质量方

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制度环境变化,劳动力相对技术和资本等其他要素的谈判力会发生改变,进
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魏下海等研究发现,在制度质量薄弱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政治关系投资,而
由此获得的政治租金难以被劳动者分享,进而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２０].Li等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政

府为离岸外包服务型企业减税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税费减免会导致企业资本深化,即增加实物资

本和银行借款,而不会促进就业,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２１].在此基础上,杜鹏程等结合２００２年

我国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引起企业避税程度和劳动密集度增

加,由此提升劳动收入份额[７].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变化引起了企业效率快速增长,进而引起劳动收

入份额波动.例如,工会制度能够引起企业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但由于后者提升速度快

于前者,最终反而从客观上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６].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减少

“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８].周明海等研究发现,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

等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将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且还会使要素分配向不利于劳动要素的方向

倾斜,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２２].而王雄元等基于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外商

直接投资能够通过增加公司专利数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职工收入份额[２３].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归纳总结可以发现,虽然有关儒家文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两个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有益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可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方向.第一,现有研究儒

家文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还不够.虽然有部分研究探讨了儒家文化与实际工

资变化的关系,但实际工资的大幅上升可能伴随劳动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进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收

入分配格局.第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缺乏对非正式制度的关注,对于促进收入

分配制度改善的文化动力研究更是新问题.因此,研究儒家文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能够更

深入地揭示文化在加强收入分配的社会正义与公平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管理者认知与行为偏好深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与文化土壤的熏陶[１１].与西方国家“股东利益至

上”治理理念及个体与物质主义文化导向不同,中华儒家文化倡导和谐共生关系、崇尚“义利并重,义
以生利”的道德取向.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并遵循儒家价值规范的儒商讲仁爱、重诚信、有担当,崇尚

“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因此,就劳动收入分配而言,本文认为儒家价

值规范有利于引导管理者重视对员工的责任,同时克制自己的私欲,从而优化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儒家所蕴含的隐性价值规范有利于引导管理者增强与员工收益共享的意识,从而提升劳

动收入份额.首先,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观重视员工群体的主体地位价值.“仁”是儒家德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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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范畴.孔孟以“仁”为中心阐发儒家思想,逐渐形成以仁爱和人本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观.“仁者

爱人”[２４](P１８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２５](P８３)均表达了儒家“仁德”思想.“仁”可以转化为爱

与同情,具有明确的善待他人的情感内涵[２６],倡导人们互相关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受仁爱思想

引导的管理者倾向于实施人本管理方式,表现出对员工的高度关注与价值认同.在这种情感纽带的

连接下,管理者会更愿意与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其次,儒家“礼治”倡导共同体思维和集体秩序,注重尊重他人进而构建和谐共生关系.有关儒家

共同体的最早论述出现在«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１](P２６５).“大
同世界”以“天下为公”为具体表现形式,每个成员均有所归属并努力奉献,体现了“人人为公,全民公

有”的集体主义思想.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管理者将认识到企业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自身努力,更
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贡献.同时,«孟子􀅰离娄»中提到“有礼者敬人”[２４](P１８５),强调要尊重他人.
在企业环境中,尊重他人体现为管理者尊重员工的劳动付出、个性差异和职业发展需求.因而在儒家

“礼治”思想的影响下,管理者会逐渐摒弃狭隘的个人利益至上观念,将企业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
而增强收益共享意识.

最后,儒家“智者”思想鼓励企业“明智”,践行长期主义.儒家典籍诸多论述都在阐释“居安思危”
“防患未然”等长期导向思维,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２５](P２３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２４](P２８５),“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１](P７０２)等.Hofstede和Bond指出,面向未来是儒家文化的一项核心价值观,其拓

展的六维文化模型也根据儒家长期主义价值观新增了“儒家动力论”(ConfucianDynamism),后更名

为长期导向(LongＧterm Orientation)[２７].一般而言,对员工的劳动投资通常呈现收入跨期与产出不

确定等特征,难以快速改善企业绩效.较为短视的管理者可能削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牺牲企业长远

发展潜力.儒家秉承的长期导向思想注重久久为功,有利于引导管理者形成长远的经营理念,使他们

明白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并且员工的技能提升、经验积累和忠诚度培养需要时间和投入.进一

步地,为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员工愿意为企业的长期发展贡献力量,管理者将主动增

强与员工共享收益的意识及行为.因此,在儒家“仁爱”“礼治”“智者”等思想的共同影响下,管理者能

够形成较好的收益共享意识,而这意味着管理者将更加重视员工的作用和贡献,并通过构建公平合理

的分配机制实现与员工收益的共创共享,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发挥伦理约束作用减少管理者对员工利益的挤占,促进劳动收

入份额提升.第一,儒家“诚信”思想有利于缓解管理者代理成本,驱动管理者践行有道德的分配

模式.自利的经理人存在建立“商业帝国”倾向,偏好将企业资源配置到有形资产上或短期见效的

项目中,从而挤占员工待遇投资,具体表现为不公平的薪酬待遇、员工虐待及安全生产事故等.儒

家倡导“诚信”伦理思想.孔子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１](P７９３).曾子也认为“为人谋而

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２５](P３).这意味着管理者要秉持真诚、守信的态度对待各种事务,无
论是与股东、员工、合作伙伴还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往,都要做到言行一致,一诺千金.为此,儒
家“诚信”伦理规范有利于强化管理者的道德约束,弱化自利动机,从而减少对员工利益挤占行为.

第二,儒家“义以生利”的义利观注重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有利于引导管理者注重员工责

任履行.儒家恪守“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济伦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２５](P９２),“君子义

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２５](P２３９),“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２８](P４２)等儒家思

想无不诠释了义利兼顾的商业法则.儒家义利观体现了追求社会价值的强烈偏好,倡导企业应该“义
利并重”“以义生利”,而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因此,儒家义利观同样能够强化企业价值分配

中的伦理约束,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而避免对员工的利益侵占.可见,儒家文化蕴含的“诚
信”和“义利”思想有利于增强管理者对员工的责任意识,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将提升管理者在收益分配中的共享意识、增强管理者

对员工利益挤占的伦理约束,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促进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占比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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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的儒家文化特征

程度数据是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取而来.儒家文化的历史数据则是依据

«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书院辞典»手工整理得来.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数据库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省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还对样本进行了以

下处理:(１)删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２)剔除金融行业样本;(３)剔除ST企业样本;(４)对所有

连续变量在上下１％处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最终,本文得到了共计２８１５５个公司

年度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１．关键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儒家文化强度”.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文本分析法可通过上市公

司公布的文本信息抓取特征词汇以获得定量指标难以反映的重要信息,因此在公司文化研究领域广

受青睐[１６].借鉴这一方法,本文尝试从企业内部文化角度出发,构建能够反映儒家文化程度的词表,
并结合文本分析法提取公司儒家文化特征强度作为测度指标.

具体地,本文围绕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仁”“义”“礼”“智”“信”５个维度整理形成儒商精神

词典.结合上文的理论假设阐释和儒家典籍解读可知,“仁”意指爱人,对应到企业内部则体现为关爱

员工及他人,并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准则.对此,权小锋和朱宇翔指出,可以通过年报中关于“为员工

负责”、“员工利益最大化”、“让员工实现价值”等类似表述来体现公司是否具有关爱员工的文化[２９].
“义”强调遵守道德规范,做合适的事,“礼”倡导尊重他人.Li等使用机器学习法分析认为,年报中的

“伦理”“社会责任”“正直”等词汇能够较好地体现企业的“正义”(Integrity)文化,而“尊重”“多样性”
“包容”等词汇则传达了企业文化中蕴含的“尊重”文化程度[１６].“智”追求行动的智慧,注重长期导

向[２６].Brochet等指出,年报中关于未来、计划等呈现未来前景的前瞻性文本信息,能够传达企业长

期导向特征[３０].“信”意指“诚实”“守信”,姜付秀等经过研究选取了“可靠”“信赖”“诚信”等企业年报

词汇来反映公司诚信文化[３１].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张成思等的词表法[３２],首先随机抽样５０篇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部分(MD&A),然后组织多人阅读和提炼 MD&A中体现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仁爱”“义利”
“尊礼”“明智”“诚信”的词汇,形成词表初稿.接着,请两位业内专家阅读词表后,剔除不合适的词语,
形成如表１所示的词表定稿.最后,按照词表定稿使用Python软件统计全样本企业的 MD&A总词

数以及其中反映儒家文化特质的词频.在模型检验中,本文主要依据儒家文化相关特征词汇出现总

次数占总词数的比例(Confu１)以及按照儒家文化相关特征词汇出现次数占比的中位数分组构造哑变

量(Confu２)来刻画儒家文化强度.
　表１ 儒家文化特征词表

核心维度 关键词汇 特征词表 参考文献

仁爱
关爱

以人为本

关心、关爱、关怀、温暖、成长、友爱、帮助、支持、慰问、助力、员工、职工、以人为
本、人才、人本、人道主义、人力资源、精英、英杰、能人、选人、用人、育人、留人、人
才队伍、软实力、人员、专家

权小锋和朱宇翔[２９]

义利
正义

社会导向
伦理、社会、责任、做正确的事、透明、正直、治理、道德、客观、公平、公正、美好、利
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中小股东、隐私

尊礼 尊重规范 尊重、多样性、包容、尊严、赋权、授权、文化、规范、制度、规则、准则

Li等[１６]

明智 长期导向
未来、将来、计划、有望、预期、预计、预测、以后、今后、将会、届时、明年、后年、目
标、展望、愿景、期待、期望 Brochet等[３０]

诚信 诚实守信 可靠、信赖、诚信、诚实、真实、真诚、虔诚、信誉、信任、信用、忠诚、承诺、守信 姜付秀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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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借鉴王雄元和黄玉菁的做法[２３],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

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占营业总收入的百分比来测算,记为LS.本文亦采用要素成本

法增加值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１)以检验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LSit＝α０＋β１Confuit＋β２Sizeit＋β３Top１０it＋β４ROAit＋β５SOEit＋β６Levit＋

β７Capitalit＋β８PPEit＋β９GDPit＋β１０Eduit＋Year＋Ind＋εit (１)
式(１)中,被解释变量 LSit为劳动收入份额,解释变量 Confuit为企业内部的儒家文化强度变量

Confu１和Confu２.模型中控制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企业因素和宏观因素,包括公司规模

(Size)、股权集中度(Top１０)、资产收益率(ROA)、产权性质(SOE)、资本结构(Lev)、资本密集度

(Capital)、资本产出比(PPE)、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Edu).此外,本文还

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上述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劳动收入份额 LS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再乘以１００

儒家文化强度
Confu１ 儒家文化相关特征词汇出现总次数除以总词数再乘以１００
Confu２ 儒家文化相关特征词汇出现次数占比大于样本中位数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Top１０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产收益率 ROA 公司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产权性质 SOE 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资本结构 Lev 公司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Capital 公司总资产除以总收入

资本产出比 PPE 公司固定资产净额除以总收入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GDP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计算公司注册所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 Edu
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劳动者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研究生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与对应受教育年限乘积之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３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劳动收入份额(LS)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１２．９９０和１１．１００,最大值(４７．５９０)与最小值(１．１９３)差距较大,表明不同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存

在较大差距.儒家文化强度变量Confu１的均值为１．３７８,表明平均而言,上市公司年报 MD&A 部分

的儒家文化相关特征词汇占比为１．３７８％.同时,该指标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３．０９１.这也体现出不

同企业内部的儒家文化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４列示了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其中第(１)和
(２)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Confu１和Confu２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７３和０．５５５,并分别在１０％
和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表明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假

设一致.第(３)和(４)列为控制公司层面特征和宏观因素以及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儒家文化对劳

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Confu１和Confu２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４５３和０．６８３,并且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公司内部儒家文化强度越强,劳动收入份额占比越高.儒家文化促进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原因可能是儒家文化作为内部潜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其蕴含的诸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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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者进行了有效的价值引导和伦理约束,改善了员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

份额.
　表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S ２８１５５ １２．９９０ ８．７２３ １．１９３ １１．１００ ４７．５９０

Confu１ ２８１５５ １．３７８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９ ３．０９１

Confu２ ２８１５５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Size ２８１５５ ０．１１９ ０．３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２．２９９

Top１０ ２８１５５ ０．５９５ ０．１５３ ０．０３６ ０．６０７ １．０００

ROA ２８１５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９６

SOE ２８１５５ ０．３６６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Lev ２８１５５ ０．４２０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０ ０．４１０ ０．９２７

Capital ２８１５５ ２．４６６ １．８８６ ０．４１２ １．９４４ １１．８８０

PPE ２８１５５ ０．４９２ ０．５９１ ０．００５ ０．３１４ ３．７０５

GDP ２８１５５ ７．３６３ ３．３７１ １．３１２ ６．６５３ １６．４２０

Edu ２８１５５ ９．５５７ １．１２０ ４．２２２ ９．３０６ １２．７８０

　　表４　　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变量
LS

(１) (２) (３) (４)

Confu１ ０．２７３∗ ０．４５３∗∗∗

(１．９２１) (３．０３２)

Confu２ ０．５５５∗∗∗ ０．６８３∗∗∗

(３．５９０) (４．４８０)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２８１５５ ２８１５５ ２８１５５ ２８１５５
R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５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①

１．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干扰检验结

果,本文选取能够代表儒家文化强度的历史数

据进行工具变量检验.明代以来,儒家书院逐

渐取代官学的地位,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播场

所,因而其分布密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区域

内历史上儒家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文化作为

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９].
因此地区历史上儒家文化氛围强度与当代企业

内部的儒家文化强度高度相关,但与现代企业

经济行为的直接关系较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

关性及外生性条件.根据«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书院辞典»的记载,作者手动整理了明代至清代

儒家书院名称和地址,然后使用谷歌地图搜索各个书院和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并计算出他

们之间的地理距离.最终,本文以企业注册地半径１００公里(Confu_１００)范围内分布的儒家书院数

量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强度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重新对模型(１)进行

回归检验.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Confu_１０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７和０．０２３,均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且通过了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支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显示,Confu１和Confu２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７．４２９和８．７６８,且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后,
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得到了验证.

２．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指标.借鉴李稻葵等的方法[３３],计算:(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

资产折旧),并取其百分数(LS１)以及Logistic转换指标(LS２)替换原有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指标.
第二,考虑到CEO个人特征、高管薪酬、地区差异可能的潜在影响,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 CEO 受

教育水平、任期、两职合一、高管薪酬以及省份固定效应② .以上检验结果均显示,本文结论具有较

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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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研究

(一)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理论假设推演中强调,儒家价值规范有利于增强管理者对员工群体的主体地位认同,从而提

升收益共享意识;同时,儒家伦理约束也有利于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抑制管理者对员工群体的利益挤

占,两者共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接下来,本文对上述两条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
提高收益共享意识将推动企业内部非管理层员工,尤其是普通员工的收入份额,使得公司内部收

入分配结构发生重要调整.因此,本文通过检验儒家文化对不同类型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差异,进而

对收益共享意识机制进行验证.结合方军雄的研究[３４],管理层劳动收入份额等于董事、监事和管理

层年薪总额除以营业总收入(LS_M),非管理层劳动收入份额等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减去董事、监事和管理层年薪总额后再除以营业总收入(LS_NM).进一步地,本文还将非管理层

劳动收入份额划分为了研发人员劳动收入份额和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研发人员劳动收入

份额等于研发人员薪酬除以营业总收入(LS_R&D),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等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减去董事、监事和管理层年薪总额,再减去研发人员薪酬后除以营业总收入(LS_G).
由于研发费用明细自２０１８年起才按照财务报表一级科目列表,因而研发人员薪酬相关数据也从这一

年开始.对应的,在进行研发人员劳动收入份额和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检验时,样本量会有

所减少.为与上文保持一致,以上各类型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在回归分析中均使用百分数形式.
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在第(１)~(４)列中,Confu１(Confu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因变量为

LS_NM 时的回归系数值０．４７３(０．７００)明显大于因变量为LS_M 时的回归系数值０．０６４(０．０６９).在

第(５)~(８)列中,Confu１和Confu２的回归系数主要在因变量为 LS_G时显著为正,并且系数值也相

对较大.这意味着,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管理层和非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非管理层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幅度更大;同时,对非管理层的作用效果也主要集中在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而非研发人员

劳动收入份额.由此可见,儒家文化通过强化管理者收益共享意识,提高了普通员工在企业价值创造

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最终提升了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出现这一结果的潜在原因可能是儒家文化强

化了管理者收益共享意识,使其认识到企业发展需全体员工努力,因而更注重公平和谐,在分配收入

时充分考虑普通员工利益以激发其积极性与忠诚度,增强凝聚力以促进企业稳定发展.而管理层与

研发人员已因职责重要性和专业技能等因素拥有了较高的收入分配地位,因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管

理者并没有忽视他们的价值,而是平衡各层级利益,尤其提升了普通员工的收入分配比重.
　表５ 儒家文化与劳动收入份额:收益共享机制检验

变量
LS_M

(１) (２)
LS_NM

(３) (４)
LS_R&D

(５) (６)
LS_G

(７) (８)
Confu１ ０．０６４∗∗∗ ０．４７３∗∗∗ ０．０５９ ０．６１６∗∗

(７．６２９) (２．７７２) (０．９６６) (２．５０１)
Confu２ ０．０６９∗∗∗ ０．７００∗∗∗ ０．１２６∗∗ ０．４５７∗∗

(７．９３４) (４．０６５) (２．２４８) (２．２３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８１２７ ２８１５３ ２８１１３ ２８１３９ ８１６１ ８１７９ ８１４８ ８１６６
R２ ０．２９０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０

　　公司治理实践中缺乏道德感的管理者容易产生自利倾向,缩减人力资本投资以挤占劳动收入份

额[８].如前所述,儒家价值规范有利于对管理者形成隐性伦理约束,从而抑制其对员工群体的利益挤

占.因此,如果在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社会责任评分较差的企业中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

应更大,则伦理约束机制得到验证.本文使用高管在职消费水平(Expense)和企业 ESG表现(ESG)
反映企业内部伦理状况.其中高管在职消费参照徐细雄和李万利的方法[１５],用业务招待费、差旅费、
办公费、交际应酬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会费、小车费、会议费之和除以营业总收入度量.分

０１



组回归时按照其年度行业均值将样本分为高管在职消费较低(Low)和较高(High)两组子样本.企

业ESG表现得分选取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间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评分,
该评级包含９个等级,本文对其从低到高分别赋值１~９.在分组回归检验时按总体均值,将样本分

为ESG较低(Low)和较高(High)两组子样本.
表６分别报告了将上述指标作为分组依据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在高管在职消费较高和企业

ESG表现较低组,Confu１和Confu２的回归系数值均更大且更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支持了这一

结论,表明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内部伦理水平表现较差的企业中.这可

能是因为在这类企业中往往存在如分配不公、员工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诚信”
“义以生利”等思想能够促使管理者改变以往只重利益不顾员工感受的做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以体

现公平,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更明显的促进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伦理约束机制.
　表６ 儒家文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伦理约束机制检验

变量

LS
Expense

Low High Low High
(１) (２) (３) (４)

ESG
Low High Low High
(５) (６) (７) (８)

Confu１ ０．１３０ ０．５１９∗∗∗ ０．５９２∗∗∗ ０．２２３
(０．６８４) (２．６６２) (３．２０７) (１．０７３)

Confu２ ０．２７８ ０．７７５∗∗∗ ０．３３９∗ ０．２３１
(１．４００) (３．９７４) (１．８６６) (１．１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４１１９ １４０３６ １４１１９ １４０３６ １６１４１ １２０１４ １６１４１ １２０１４
R２ ０．２５０ ０．３５２ ０．２５１ ０．３５３ ０．２５３ ０．３７７ ０．２８４ ０．３９２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３８９∗∗ ０．４９７∗∗ ０．３６９∗∗ ０．１０８∗∗

　　注:组间系数差异使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１０００次计算获得,下表同.

　　(二)异质性分析

１．行业竞争程度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需要提供更高的报酬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员工.这种市场压力可

能会抵消儒家文化在收入分配上的潜在影响.同时,从员工角度出发,员工对自身价值也有更高的认

识,并且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以争取更高的收入分配地位[５].这种谈判能力也可能会弱化儒家文化

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相对于所处行业竞争度较高企业而言,儒家文化对收益共享意识的提升以及

对代理问题的抑制作用在行业竞争度较低企业中将得到更充分发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可能更

大.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计算行业集中度,即行业内最大的前５家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全行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行业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行业集中度越高,代表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然后根

据行业竞争程度年度三分位数将样本进行分组,取第一分位和第三分位样本为较低和较高组,回归结

果如表７第(１)~(４)列所示.Confu１和Confu２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组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值及显著

性均大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分别在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即对于行业竞

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外部竞争压力相

对较小时,企业有更多精力关注内部治理,此时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仁爱”“义利”“尊礼”等理念能更好

地发挥作用,引导管理者更加注重员工利益、秉持公平分配理念、营造和谐氛围,使得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的举措更易落地实施.

２．人力资本强度

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员工是相对重要的无形资产,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在此情形下,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义以生利”等价值观更有可能被管理者采纳

和接受,并且奉为行事准则的程度也会更深.这也就能够进一步通过强化管理者对员工的收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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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以及抑制对员工利益的不当挤占,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在人力

资本强度更高的企业中,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使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

工比例作为人力资本强度的衡量指标,对上述推论进行实证检验.按照该指标取值的年度行业三分

位数将样本进行分组,取第一分位和第三分位样本为人力资本强度较低和较高组,分别进行回归检

验,结果如表７第(５)~(８)列所示.Confu１和Confu２在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组中的回归系数值更大,
并且显著性也更高,系数差异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结论.究其原因,在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的企业中,员工

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极为关键,而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隐性价值规范,更契合这类企

业重视人才、依靠人才创造价值的特质,促使管理者基于文化影响合理分配利益,保障员工凭借高人力

资本获得的劳动报酬,进而使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这样的企业中得以凸显.
　表７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和人力资本强度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LS
行业竞争度

Low High Low High
(１) (２) (３) (４)

人力资本密集度

Low High Low High
(５) (６) (７) (８)

Confu１ ０．５３３∗∗ ０．３３２ ０．２８８∗ ０．４３６∗∗

(２．０５４) (１．２７０) (１．８１１) (２．４３８)
Confu２ ０．６４１∗∗ ０．５６０∗∗ ０．３８８∗∗ ０．８０２∗∗∗

(２．４５４) (２．１６４) (２．２２９) (４．３９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８７１２ ９７３５ ８７２６ ９７３８ ８８４１ ８７２７ ８８４１ ８７２７
R２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６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７ ０．２５６ ０．４１７ ０．２５６ ０．４１８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２０１∗∗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８∗∗ ０．４１４∗

　　表８　　基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LS

Low High Low High

(１) (２) (３) (４)

Confu１ ０．２８１ ０．６１９∗∗∗

(１．３７０) (３．１４２)

Confu２ ０．５０５∗∗ ０．８７５∗∗∗

(２．４７３) (４．２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５０７３ １３０８２ １５０７３ １３０８２
R２ ０．３２７ ０．２８６ ０．３２７ ０．２８７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３３８∗ ０．３７０∗∗

　　３．劳动者议价能力

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收入分配的自

由裁量权存在明显异质性[６].当劳动者议价能

力较低时,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来确定劳动

收入份额.这也意味着,儒家文化通过强化管

理者收益共享意识和伦理约束渠道作用于劳动

收入份额的边际效应将更明显.由此可知,在
劳动者议价能力较低的地区,儒家文化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更突出.本文借鉴柏培文

和杨志才的研究[５],选取城镇失业率来反映某

一地区的劳动者议价能力,具体计算方式为失

业人口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例.失业率越高表

明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本文按照城镇失业率的年度中位数来分组进行回归检验.
表８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劳动者议价能力较低地区的企业中.
这主要是因为当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时,员工在收入分配等方面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儒家文

化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引导管理者秉持公平、关爱员工、重视和谐的价值观,主动平衡利益关系,
保障员工合理收入,弥补因议价能力不足带来的权益损失,凸显了儒家文化在改善这类企业劳动收入

分配格局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持续改革和优化.企业作为初次分配中的重

要参与主体,在优化劳动收入份额和促进共同富裕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

２１



证科学有机结合,重点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改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及传导路

径.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受儒家思想影响程度越深,其
劳动收入份额明显越大,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进一步检验揭示,提升管理

者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的共享意识和增强管理者对员工利益挤占的伦理约束是儒家价值规范提升劳动

收入份额的主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儒家文化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在行业竞争

度较低、人力资本强度较大以及位于劳动者议价能力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突出.本文研究综合

表明,作为一种隐性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现代企业实施有道德的分配方式,提高劳动收

入份额,进而在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功能.
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总结,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首先,对于企业而言,管理

者要认识到儒家文化对企业经营决策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适当融合儒家文化

的优秀思想,培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及儒商精神,进而在解决全球性的收入差距难题时,
从微观企业角度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与智慧.其次,本文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作用的发挥存

在明显异质性,因此政府及企业应注意儒家文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不同情境和资源禀赋企业中的差

异化表现,有针对性地运用儒家文化的价值引领与伦理约束功能.最后,要坚定文化自信,大力传承

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仁爱”“义利”“尊礼”“明智”“诚信”等思想烙印,在引导企业构建人

本导向的管理模式、规范企业投资决策、完善资源配置与管理、关注社会公正等方面有着重要时代意

义与价值,是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我们要加强弘扬儒家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思想,努力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

注释:

①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②当CEO学历程度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本科以上时,CEO 受教育水平赋值为１~６;任期用 CEO 任职月份加１

的自然对数值度量;如果CEO是由董事长兼任,两职合一赋值为１,否则为０.高管薪酬通过计算公司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的自然对
数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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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CultureandCorporateLaborIncomeShare
XUXixiong１　WULinchun１　DUANLingling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０４４,China;
２．BusinessSchool/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forModernIndustriesof

JialingRiverBasin,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６３７００９,China)

Abstract:Existing research on common prosperity largely relies on institutionaltheories,
overlookingculturaldriversandtheirlogicinachievingthisgoal．Thisstudy,basedonChina′suＧ
niqueculturalcontext,examineshowConfuciancultureanditsimplicitnormsinfluencecorporate
laborincomesharesandcommonprosperity．UsingdataofAＧsharelistedfirms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０,
wefindthatfirmsinfluencedbyConfuciancultureexhibitsignificantlyhigherlaborincomeshares．
MechanismtestshowsthatConfucianculturepromoteshigherlaborincomesharesprimarilybyenＧ
hancingmanagers′profitＧsharingawarenessandimposingethicalconstraintsonemployeeinterest
encroachment．FurtheranalysisrevealsthattheeffectismorepronouncedinfirmswithhighindusＧ
trycompetitionorhumancapitalintensity,andinregionswithlowlaborbargainingpower．This
studyenrichesourunderstandingoftheculturalcontextshapingfirmlaborinvestmentdecisions,
extendstheliteratureonlaborincomeshares,andprovidestheoreticalinsightsforstrengthening
culturalconfidence,promotingConfucian merchantspirit,andfosteringculturalfoundationsfor
commonprosperityinChina′smodernization．
Keywords:ConfucianCulture;LaborIncomeShare;ProfitSharing;Common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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